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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存在
“污染天堂效应”吗？

葛继红，郑智聪，周曙东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本文基于环境规制视角，以环保部重点提及的化学品污染重点防控产业为研究范围，实证分

析中国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是否存在“污染天堂效应” 。 结果表明：首先，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间 ６ 类农村

化学品规模企业产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其中 ４ 类农村化学品规模企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超过全国

相应企业产值平均增长率；农村纺织业和化学品纤维制造业占全国比重均已超过一半以上，其中农

村纺织业比重最高达 ７２．９９％；在地区分布上，东部农村化学品规模企业产值占全国农村比重占绝对

优势，西部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２４％，超过东、中部地区。 其次，环境规制对中国农

村化学品企业的发展有显著负向影响， 中国农村化学品企业的发展存在污染天堂效应；农村招商引

资优惠政策和工业资本存量对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因素对农村化学品企业发

展有显著负向影响。
关键词：农村；化学品企业；污染产业；环境规制；污染天堂效应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４６５（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２８－０９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化学品导致的健康问题和环境风险与日俱增。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环境保护部出台的《化学

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 （简称《规划》 ）明确指出“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造成多起急性水、
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方出现饮用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

问题” 。 《规划》中“癌症村”的出现，说明中国农村化学品污染形势严峻，化学品中汞、镉、铅、氰
化物、有机磷及其他有机或无机化合物对人体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危害。 化学品还可以通过

大气、水和土壤对粮食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１］ 。 “恶水横流、乌烟瘴气、枯枝败叶、颗粒无收、怪病

高发、民不聊生”已经成为部分化学品污染严重的农村地区的真实写照。 个别农村地区因为化

学品污染形势严峻、农民福利受损严重，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２］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农村地区的招商引资和城市环境压力背景下污染向农村地区的转移，

加重了农村地区的环境压力，致使农村成为环境污染的 “重灾区” ［３］ 。 农村化学品企业的污染

物排放是造成农村化学品污染的重要来源，在农村企业排污数据缺失和排污技术普遍较为落后

的前提下，摸清农村化学品企业的发展规律成为当下农村化学品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

一。 环境规制通常被认为是解释污染产业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较为成熟的理论有污染天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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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和污染天堂效应。 污染天堂假说（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ＰＨＨ）认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倾

向于从严格环境规制的地区向宽松环境规制地区转移 ［４］ ；污染天堂效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ＨＥ）理论则认为环境规制不一定造成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必然转移，但在边际上对污染产业区

位选择产生某种影响 ［５］ 。
那么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化学品企业在农村区域的发展？ 已有很多学者按不同国家、不同

地区就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发展影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证研究，但上述实证分析鲜有以农村

为研究区域。 综上，本文研究拟基于环境规制视角，以农村化学品企业为研究对象，以环保部在

《规划》中重点提及的化学品污染重点防控产业为研究范围，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因素是否对中

国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存在“污染天堂效应” ，以期为合理引导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和做好农

村化学品污染防控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二、文献回顾

学者普遍认为制度、市场、资源、技术等因素是推动产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原因。 考虑到污染

的特殊性，环境规制被认为是推动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关键制度因素。 环境规制因素曾经被广

泛应用于研究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问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来，发达国家从具有比较优势的污染产业转向了清洁产业，并采用进口污染品的方法保持原

有的消费结构。 很多学者将原因归结于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严格环境规制，并形成“污染天堂

假说” 。 该理论最早由 Ｗａｌｔｅｒ ａｎｄ Ｕｇｅｌｏｗ ［４］ 提出，认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倾向于从严格环境规制

的地区向宽松环境规制地区转移。 同时，为增强本土产业竞争力和吸引外资，各地在环境规制

上采取策略性行为，结果可能出现“向环境规制底线赛跑”局面。 环境规制影响污染产业选址

和国际贸易流向，其原因在于较高的环境规制意味着污染企业面临较高的环境治理成本，为逃

避本国严格的环境标准，发达国家要么将污染产业迁至环境标准低的不发达国家，要么扩大污

染品的进口。
“污染天堂假说”在学界没有达成共识。 学者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该假说不成立的原因予

以解释：第一，Ｐｏｒｔｅｒ 等 ［６］ 提出了与该假说完全相反的波特假说（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认为虽然严

格的环境规制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但可以刺激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有别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

势，例如日本和德国的部分企业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选择了技术创新而不是转移。 第二，环境

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比重较小，环境规制的提高并不能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下降 ［７］ 。 第三，环境

规制较低的国家可能有其他阻碍企业转移的原因，例如腐败，政局不稳、公共基础设施落后等问

题 ［８］ 。 第四，现有的数据和经验方法存在问题导致“污染天堂假说”不能被证实 ［９］ 。
除了以上几种观点以外，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５］ 认为是部分学者混淆了“污染天堂假说”和

“污染天堂效应” ，导致污染天堂假说不能被证实。 “污染天堂假说”意味着污染产业必然会从

环境规制大的国家或地区转移至环境规制小的国家或地区，环境规制是影响污染产业转移的最

重要的因素。 实际上，污染产业是否发生转移取决于环境规制和其他影响因素（诸如制度、市
场、资源以及技术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果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大，环境规制在边际上对产业区

位选择产生某种效应，但不必然造成污染产业的实际转移 ［８，１０－１１］ ，即仅存在“污染天堂效应” ，不
存在 “污染天堂假说” ，“污染天堂效应”是“污染天堂假说”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５，１２］ 。

本文假设环境规制对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存在“污染天堂效应” ，即环境规制因素同制度、
市场、资源以及技术等因素共同影响农村化学品企业的发展。 纵观已有关于“污染天堂”的文

献，鲜有以农村为特定研究区域探讨环境规制是否对农村污染企业发展存在影响；已有关于农

村污染企业的文献少有专门以农村化学品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同时大多数关于农村污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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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文献认同二元城乡体制造成农村地区较城市较低的环境规制是农村污染企业存在的重要

原因 ［１３－１７］ ，却忽视了农村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别同样也是导致农村污染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此外，已有关于农村环境规制和污染企业发展的文献，多集中于现状与成因的定性研究，仅有少

量描述性统计分析，鲜有采用计量方法对农村污染企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 基于此，本文拟以

已有文献为基础，以农村为特定研究区域，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在中国农村化学品企业

发展中是否存在“污染天堂效应” 。

三、理论、模型与数据

（一）理论分析框架

农村化学品企业，主要指地处农村的化学品企业。 农村化学品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必
然要在制度、市场、区位资源禀赋以及技术等激励和约束下寻求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最低的经

济活动及地理区位，从而内生地决定了农村化学品企业的发展和区位布局。 主导中国农村化学

品企业区位选择与发展的首要区位因素是农村制度及其市场化变迁。 人民公社制度、城乡隔离

制度以及经济体制渐进性的市场化变化为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地方政府“赶超

ＧＤＰ 发展战略”内生出一系列扭曲要素价格的制度安排 ［１８］ ，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环境要素

在内的制度安排是推动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环境规制因素从属于区位因素中的制度因素。 农村化学品企业所在的农村地区环境规制

表面类似，但是各地农村环境规制实际执行水平可能存在差异。 不同的农村环境规制实际执行

水平将带给化学品企业不同的环境成本，从而形成资本回报率的差异。 在其他条件相同及资本

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下，追求理论最大化的资本会趋向环境规制水平低而回报率高的地区。 现

实亦存在苏南农村污染企业向环境规制较低的苏北农村转移，以及东部农村污染企业向环境规

制较低的中、西部农村转移的现象。 但是，环境规制并不是影响农村化学品企业转移的唯一因

素，也不一定必然导致农村化学品企业的转移。 农村化学品企业是否发生实际转移将取决于环

境规制和其他影响因素（诸如制度、市场、资源以及技术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果其他因素的

影响较大，环境规制在边际上对产业区位选择产生某种效应，但不必然造成污染产业的实际转

移，即仅存在“污染天堂效应” 。 例如，污染产业同时也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时候，污染企业有

可能选择在资本富裕和环境规制水平较高的地区而不是资本匮乏和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地区，
但不能否定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的边际影响 ［１２］ 。 除了环境规制因素以外，农村化学品企业发

展还得益于农村的手工业传统，农村较小的企业规模、较大的生产弹性和劳动对资金的替代也

促进了工业技术的溢出及其广泛运用。 改革开放后农村市场规模和开放度的扩大为农村化学

品企业在农村进一步增长奠定了基础。 此外，农村特定的区位资源禀赋为农村化学品企业的发

生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产要素。
综上，制度、市场、资源以及技术等区位因素共同推进了农村化学品企业的发展 ［１９］ 。 农村

化学品企业发生最终是否发生转移取决于包括环境规制在内的农村制度、市场、资源以及技术

等区位因素的综合作用。 本文假设环境规制对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存在“污染天堂效应” ，即
农村化学品企业有向较低环境规制农村地区转移的动力，环境规制对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存在

负向的边际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建立分析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的计量模型如下：
Ｏｕｔｐｕｔ ｊｔ ＝ β０＋β１ ｅｎｒ ｊｔ＋∑ｉ ＝ ２

β ｉＸ ｉ，ｊｔ＋μ ｊ＋ｖ ｊｔ （１）

１．因变量。 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Ｏｕｔｐｕｔ ｊｔ） ，其中， ｊ 和 ｔ 分别代表省份和年度。 本文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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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中明确规定的化学品污染重点防控产业中农村化学品企业总产值作为因变量的替代变量。
２．关键变量。 农村环境规制（ ｅｎｒ ｊｔ）变量的设计是本文研究的关键。 已有文献中环境规制的

度量方法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方法是单一指标法，例如李永友、沈坤荣 ［２０］ 用地方颁布的环保标

准数量衡量环境规制水平，又如李胜文、杨涛等 ［２１－２２］ 以单位污染物的排污费征收额、工业总成

本中排污费所占比重衡量环境规制水平。 第二种方法是替代指标法，鉴于 Ｘｕ［２３］ 研究认为环境

规制水平与国民生产总值相关系数接近 ０．９，以及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等 ［２４］ 研究认为环境规制水平与收入

水平相关性较高，因此，很多学者用“人均 ＧＤＰ”来衡量环境规制水平。 傅京燕 ［２５］ 考虑到人均

ＧＤＰ 与其他自变量存在一定共线性，采用单位 ＧＤＰ 能耗作为衡量环境规制水平的替代指标。
第三种方法是赋值法，用数字对环境规制严格程度进行赋值 ［２６］ 。 第四种方法是复合指标法，用
多种环境规制的度量方法对环境规制程度进行全面度量，上述各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鉴于农村

企业污染以及农村环保系统人数等数据缺失，首先，选择各省环保系统实有人数（绝对数）作为

衡量农村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其次，考虑到各省因为人口经济规模等差异导致环保系统人数

差距较大，选择省环保系统实有人数占全省人数的比重（相对数）作为衡量农村环境规制的替

代指标；最后，农村化学品企业所在地农村人均收入虽然有数据可得便利性，但是考虑到农村人

均收入作为环境规制变量具有较强的内生性，遂予以放弃①。
３．其他变量。 Ｘ ｉ，ｊｔ具体包括农村除环境规制之外的其他制度安排、市场因素、资源因素以及

技术因素。 μ ｊ 和 ν ｊｔ分别为不可观察的各省的个体差异和随机扰动项。
结合已有文献和数据可得性，自变量及替代变量选择详见表 １。 个别变量说明如下：环境规

制以外的制度因素，如工业园区政策和信贷优惠政策，分别用本省农村工业园区产值占农村工

业总产值比重和农村工业固定资产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变量予以替代；考虑到中国主要采取火力

发电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煤炭资源，因此利用所在省发电量近似替代资源因素中的原材料成本

与便利性变量；用所在省农村工业企业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对技术因素变量予以替代。
表 １　 自变量及其替代变量的选择

区位因子 自变量 替代变量

制度因素 环境规制

其他制度安排，如工业园区政策、信

贷优惠政策等

本省环保系统实有人数

本省环保系统实有人数占全省人数比重

本省农村工业园区产值占农村工业总产值比重

本省农村工业固定资产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市场因素 市场规模 本省农村工业总产值

开放度 本省外商投资占农村工业总投资额比重

资源因素 工业资本存量 本省农村工业固定资产净值

劳动力成本 本省农村工业劳动力报酬 ／ 农村工业总产值

原材料成本与便利性 本省发电量

技术因素 技术因素 本省农村工业企业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版的《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②、《中国统计年

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 结合《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规定的 ７
个化学品污染重点防控产业，本文选择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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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作者尝试用农村人均收入替代环境规制变量，模型最终结果依然成立。 考虑到该替代方法本身存在较大争议，因此

结果未在文中列出。
该年鉴 ２００７ 年以前名为《中国乡镇企业统计年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更名为《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 ，

２０１４ 年更名为《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 。 为保持数据连续性和统计口径一致性，本文采用该年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



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纺织业 ６ 个产业作为化学品

企业核算范围，新型煤化工产业因企业统计数据缺失，暂不在本文研究范围。 海南、贵州、西藏、
青海和宁夏五省因数据缺失严重未纳入考察范围，其他省份少量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

弥补。 以 ２００２ 年为基期，化学品企业产值均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折算成可比值，企业固定

资产净值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成可比值，人均纯收入、企业固定资产、金融机构贷款总

额和劳动力报酬均用 ＧＤＰ 平减指数折算成可比值。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 ２。
表 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环境规制 １（省环保系统实有人数） 人 ６４００．０８ ４２５７．４６ １３９９ ２２２４７

环境规制 ２（省环保系统实有人数 ／ 全省人数） ％ １．３６ ０．５３ ０．５０ ３．３４

工业园区政策 ％ ２９ １７ ０．１４３ ９２

信贷优惠政策 亿元 １５０．６５ ２８６．０５ ０．７５ ２１００

市场规模 亿元 ８４５４．５４ １２２５４．１９ １６０ ８４０００

开放度 ％ ７ ６ ０．３ ５８

工业资本存量 千万元 １６１００ ２３１００ ５４２．９６ １６７０００

劳动力成本 万元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３３

原材料成本与便利性 亿千瓦时 １１０１．５７ ７７２．０５ １４１．９８ ３８０２

技术因素 千人 ３６２．４２ ３７８．８１ ２３．４３ ２０００

四、结果与分析

（一）中国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情况

１．产值。 农村化学品规模企业产值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按基年价格计） ，
产值由大到小分别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１３９０６ 亿元） ，纺织业（ １３０３９ 亿元） ，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７３７４ 亿元）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３６０４ 亿元） ，医药制造业

（２９０７ 亿元）和化学纤维制造业（２４５０ 亿元） 。
２．产值年平均增长率。 农村化学品规模企业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 １０ 年间产值年平均增长率由大

到小分别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１２．７６％），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８．３４％），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７．９６％），医药制造业（ ６．２６％），化学纤维制造业（ ５．９９％）以及纺

织业（３．９９％）。 其中，有 ４ 类农村化学品规模企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超过全国相应企业产值平

均增长率，分别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制造业以及医药制造业；其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接近全

国相应企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 ２ 倍。
３．产值占全国比重。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农村化学品规模企业产值占全国相应企业产值年平均

比重由大到小分别为：纺织业（６５．２９％），化学纤维制造业（５２．０４％），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

业（３８．０８％），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３３．８３％），医药制造业（２７．９８％）和石油加工、炼焦

及核燃料加工业（１３．０４％）。 其中农村纺织业和化学品纤维制造业在全国比重均已超过一半以

上，其中农村纺织业比重最高时达到 ７２．９９％。
４．区域分布及变化趋势。 表 ３ 给出了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①农村化学

品规模企业产值及其年平均增长率（以 ２００２ 年为基年） ，依据表 ３ 数据绘制区域产值对比柱状

图（图 １） 。 由表 ３ 及图 １ 可以看出，东部农村化学品规模企业产值占全国农村化学品规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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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省份包括山

西、江西、湖南、河南、内蒙古；西部省份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产值比重超过一半；中部比重较为稳定；西部比重有上升趋势。 具体表现为：第一，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东部各类化学品企业占全国农村相应企业比重由大到小的顺序为：化学纤维制造业

（９３．９８％），纺织业（９１．９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８２．８５％），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

工业（６９．２０％），医药制造业（６４．７６％）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５２．７１％），６ 类企业

比重均超过 ５０％。 第二，中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占全国农村相应比重较大，比重达

到 ４０．３２％。 第三，西部比重虽然基数较低，但增幅较大。 西部各类化学品企业占全国农村相应

企业比重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间总增长率由大到小分别为化学纤维制造业（２６４．３２％），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料加工业（１９５．３８％），纺织业（１８８．１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７６．７７％），医
药制造业（４２．２２％）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３７．３８％）。 第四，西部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

年平均增长率为 ２４％，超过东部（２３％）及中部地区（２０％）。
表 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中国东、中、西部农村化学品规模企业产值及年平均增长率

地区
规模企业产值 ／ 亿元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平均增长率 ／ ％

东部 ６８０３ ９４６６ １２４１６ １６４１７ ２１３８５ ２６３６６ ２８９９３ ３４２４６ ３６８５８ ４３５１８ ２３

中部 ８３７ １１１０ １４１４ １７２０ ２２１８ ２４９３ ３０８０ ３６２２ ４４０３ ４３８８ ２０

西部 ５１６ ６８８ ８２７ １０８４ １４５１ １９６０ １９１８ ２５４７ ２９３５ ３５５４ ２４

图 １　 东、中、西部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及占全国农村相应企业比重变化

（二）环境规制对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的影响

利用 Ｓｔａｔａ１４．０ 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４ 和表 ５ 所

示。 表 ４ 中模型以环境规制作为唯一自变量，表 ５ 中模型加入控制变量。 模型 １、模型 ５ 和模型

２、模型 ６ 分别是采用本省环保系统实有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

型；模型 ３、模型 ７ 和模型 ４、模型 ８ 分别是采用本省环保系统实有人数与全省人数比重作为环

境规制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表 ５ 中所有模型整体上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
说明模型设定合理；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表明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表 ４　 模型计量结果（一）

变量
模型 １

固定效应（ ＦＥ）

模型 ２

随机效应（ ＲＥ）

模型 ３

固定效应（ ＦＥ）

模型 ４

随机效应（ ＲＥ）

环境规制水平

　 （本省环保系统实有人数）
７．８７∗∗∗

（７．３０）

４．５８∗∗∗

（ ６．０２）

环境规制水平

　 （本省环保系统实有人数 ／ 全省人数）
２９０８６．９∗∗∗

（ ４．３０）

１７１２７．６３∗∗∗

（ ３．１６）

　 　 注：回归系数括号里的数为 ｔ（ ｚ）值；∗ 、∗∗ 、∗∗∗表示 １０％、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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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模型计量结果（二）

变量
模型 ５

固定效应（ ＦＥ）

模型 ６

随机效应（ ＲＥ）

模型 ７

固定效应（ ＦＥ）

模型 ８

随机效应（ ＲＥ）

环境规制水平

　 （本省环保系统实有人数）

－０．９２∗∗∗

（ －２．６６）

－０．７３∗∗∗

（ －３．３８）

环境规制水平

　 （本省环保系统实有人数 ／ 全省人数）

－１０３２．３０∗

（ －０．５３）

－２０２．２８∗

（ －０．１５）

工业园区政策
２５９０．６８

（ １．６３）

２５４９．４６

（ １．６１）
２７７４．５７∗

（ １．７２）

２９７０．９７∗

（ １．８３）

信贷优惠政策
７．４２∗∗∗

（３．３０）

９．１４∗∗∗

（ ４．２２）

７．３２∗∗∗

（ ３．２１）

９．１１∗∗∗

（ ４．１０）

市场规模
２．２２∗∗∗

（ ２８．１５）

２．１５∗∗∗

（２８．９７）

２．２３∗∗∗

（ ２７．４６）

２．１８∗∗∗

（ ２８．６８）

开放度
８１５３．１４∗

（１．６６）

５９１６．６３

（ １．２２）

７２３３．４９

（ １．４４）

４０２３．５８

（ ０．８２）

工业资本存量
０．０００２０５∗∗∗

（８．４４）

０．０００１９５∗∗∗

（ ８．１６）

０．０００２０８∗∗∗

（ ８．４４）

０．０００１９９∗∗∗

（ ８．１４）

劳动力成本
３０５４．１６

（ ０．２６）

８２３９．５７

（ ０．７１）

３４５４．７４

（ ０．２９）

９５４５．４３

（ ０．８０）

原材料成本与便利性
１．０６

（ １．１０）

１．００

（ １．１４）

０．１９

（ ０．１８）

－０．０１

（ －０．０１）

技术因素
－１１．９６∗∗∗

（ －４．１４）

－１２．１７∗∗∗

（ －４．４０）

－１３．０４∗∗∗

（ －４．５０）

－１４．１９∗∗∗

（ －５．１３）

常数项
－２６２１．７５

（ －１．２５）

－３３６１．４２∗∗

（ －１．８８）

－５８９５．９４∗∗

（ －２．３４）

－６３０６．９４∗∗

（ －２．８２）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９５ ０．９６

Ｆ（ ｗａｌｄ）检验
５８７．３１

（ ０．００）

５６８０．１４

（ ０．００）

５６９．４３

（ ０．００）

５４１６．６９

（ 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 ＦＥ ｖｓ ＲＥ）

１４．５７

（ ０．０４）

１８．３６

（ ０．０１）

样本量 ２６０ ２６０ ２６０ ２６０

　 　 注：回归系数括号里的数为 ｔ（ ｚ）值；∗ 、∗∗ 、∗∗∗表示 １０％、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１．关键变量。 表 ４ 仅以环境规制为自变量，该变量对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有显著正影响，
“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 表 ５ 加入其他自变量以后，所有模型中环境规制变量对农村化学品企

业产值有显著负影响，较低的环境规制对农村化学品企业来说意味着较低的成本，农村化学品

企业倾向于在环境规制较低的地区选址与发展；同时，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除了受到环境规制

变量的显著负影响以外，还受到农村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工业资本存量以及技术等因素的显著

影响，环境规制并不是决定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的唯一因素。 以上证明中国农村化学品企业发

展存在“污染天堂效应” 。
进一步推断中国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存在“污染天堂效应”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农村各地

环境规制存在差异。 中国农村环境规制表面类似，是什么导致实质差异的存在？ 根据已有文

献，究其原因可能有：（１）部分追求 ＧＤＰ 政绩的地方官员倾向于接受污染企业发展眼前经济，在
招商引资环节降低环境规制以吸引高污染企业落户本地或者对已经落户本地的污染企业则采

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致使当地环境规制实质降低 ［２７］ 。 （２）各地农村企业粗放型生产方式程度不

同、分散布局程度不同，分配至农村用于环保监管的人、财、物参差不齐 ［１１］ ，导致各地农村环境

规制实质存在差异。 （３）环境承载能力存在差异也是造成农村环境规制差异的重要原因。 不

同区域农村所处生态环境不同，导致环境承载能力差异明显。 如临江、临海的农村地区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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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能力要强于内陆农村地区，环境承载能力较低的农村地区倾向于维持较高的环境规制以防

止污染的过度恶化。
２．其他变量。 工业园区政策在模型 ５ 中对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影响不显著，在模型 ７ 中显

著；该变量不太显著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农村企业存在“过度分散”的先天不足，实践中虽然大

量农村化学品企业被要求进驻园区，但为数更多的农村小企业由于达不到入园要求无法进入园

区，农村工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分散化局面没有得到实质改善。 例如，２００５ 年全国农村企

业入园比例为 ５％，２０１２ 年浙江农村电镀企业入园比例为 ２４％ ［１５］ ，入园比例并不高。 信贷优惠

政策对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及时、充足的资金供给为化学品企业在农村发展

提供便利，例如很多基层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向农村企业承诺低息贷款，借助行政力量向国有银

行争取金融资源。
市场规模对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市场规模是吸引农村化学品企业选

址的重要条件，较大的市场除了在生产方面为农村化学品企业提供便利的资源保障，也有利于

产成品销售。 开放度在模型 ５ 中对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模型 ７ 中不显著。
工业资本存量对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丰裕的资本存量有利于农村化学品

企业的发展。 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与便利性对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影响不显著。 技术因

素对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农村化学品企业倾向于在技术水平较低地区选

址，间接反映当前农村化学品企业总体处于技术落后和污染防控形势堪忧的局面。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本文研究基于环境规制视角，以农村化学品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环保部在《化学品

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中重点提及的化学品污染重点防控产业为研究范围，利用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１ 年农村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因素是否对中国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存在“污染

天堂效应” ，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
首先，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农村化学品规模企业产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其中 ４ 类农村化学品规

模企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超过全国相应企业产值平均增长率；农村纺织业和化学品纤维制造业

在全国比重均已超过一半以上，其中纺织业比重最高达 ７２．９９％；在地区分布上，东部农村化学

品规模企业产值占全国农村相应企业比重占绝对优势，西部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

为 ２４％，超过东、中部地区。
其次，农村化学品企业在中国农村地区发展存在“污染天堂效应” 。 在技术、市场以及资源

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此外，农村

招商引资优惠、工业资本存量对农村化学品企业的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因素对农村化学

品企业发展有显著负向影响。
为合理引导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和做好农村化学品污染防控工作，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

下：第一，提高农村环境规制。 第二，在有法可依前提下，提高农村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各级政府

应将人、财、物等环保资源向农村倾斜。 第三，警惕农村化学品企业在西部农村快速发展。 第

四，引导和推动农村化学品企业对包括防污在内的各项技术进行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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